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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 
——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 

张健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8) 

摘要：晚清以还，西法引入加剧了法律现代化与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法已经废除的刑事和解在民国基 

层司法中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龙泉司法档案中反映出的刑事和解主要集中在检察官起诉阶段，而检察官刑事 

和解分为检察官主持调解和官批民调两种模式。它对当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西 

方法律制度作为背景资源，坚持本土法律发展的自主性，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新，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学 

术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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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刑事和解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西方法律 

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国立法者认为“中国现在一般民 

众法律智识极其幼稚，畏事退缩之观念几深入于多数 

民众之心中，法律上应坚决主张之事项，往往放任而 

不过问” ， “被害人公益上之观念较为薄弱，每因私和 

而不肯诉追” 。 [1](82) 刑事和解的传统因为落后而被立法 

者所抛弃。清末《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庭试办章程》第 
106 条规定“凡经检察官起诉案件审判厅不得无故拒 

却，被害者亦不得自为和解” ， 以国家法的形式明确拒 

绝了传之久远的刑事和解制度实践。 [2](96) 民国时期， 

国民政府普设新式法院， 逐步革除行政兼理司法模式， 

打破了帝国延续千年的“超能动主义”的司法格局。 
1928 年和 1935 年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国家追诉 

主义原则，检察官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决定对 

犯罪的追诉，垄断了刑罚权的实施。精英化、专业化 

和程序化的新型司法模式从国家法层面上确立。 然而， 

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并不是一蹴 

而就的，其中充满了坎坷荆棘，民国时期基层司法实 

践中大量存在的刑事和解就是典型的例子。 
2007年，浙江龙泉司法档案被发现。龙泉司法档 

案上至清朝咸丰八年(1858 年)，下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1949 年)，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为完整、数量 

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 
① 
尽管 1929 年龙泉县法院领先 

全国较早建立了新式法院，并配备了大量的新式法学 

人才，但通过对龙泉司法档案考察后我们发现，刑事 

和解普遍存在于民国的基层刑事司法实践中。在笔者 

搜集到的 245份刑事案件中，有 102起案件通过和解 

形式结案，真正通过司法官审判结案的案件只有  65 
件，不到三成。这些刑事和解案件涉及到了伤害罪、 

窃盗罪、毁损罪、妨害自由罪、妨害婚姻罪、公共危 

险罪、妨害家庭罪、诈欺罪、妨害风化罪、妨害兵役 

罪、重婚罪、抢夺罪、赌博罪、恐吓罪、强奸罪、妨 

害名誉罪、伪造文书罪等除恶性暴力犯罪以外几乎所 

有的罪名。 

民国刑事案件纠纷解决系统存在三个基本的组成 

部分。首先是国家的正式司法系统，其次是通过民间 

宗族调解解决争端的民间体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官 

批民调制度。对于严重的刑事案件，因为其危及社会 

稳定，系争利益重大，司法机关根本不会调解。这主 

要集中在政治性犯罪和杀人案件，检察官会毫不犹豫 

地提起诉讼，进而法院做出判决。对于轻微的刑事案 

件，检察官在案件开始后一般会讯问当事人是否经过 

了调解。之后，检察官要么自己主动调解，要么指令 

保甲、宗族、家族亲友等民间力量介入调解。龙泉司 

法档案中反映的刑事和解主要集中在检察官起诉阶 

段。大部分案件都在起诉阶段和解完毕，以检察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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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的形式结案。此时的检察机关承担了重要的案件 

分流作用，使案件在没有进入审判程序之前，对存在 

和解可能的案件以和解形式结案。集中在检察官起诉 

阶段的刑事和解主要分为检察官调解和官批民调两种 

模式。 

二、民国检察官刑事和解的基本模式 

(一) 检察官主持调解 

龙泉司法档案所记载的轻微刑事案件，多数是官 

府认为的“民间细故” 。对于此类案件，检察官具有较 

大的自主权，他或依法公诉，或亲自调解，或委托他 

人调解，形式灵活。其中，经过检察官亲自当庭劝谕 

和解的案件有 33个，比例为 28.7%。帝制时期，地方 

长官权责高度集中构成了基层审判“超能动主义”司 

法模式的基本特征。及至民国，检察机构设立，检察 

官承担了“超能动主义”司法官员勘验、侦察、逮捕、 

举证、讯问等职能。尽管检察官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 

民国司法机构的现代化，也尽管此时的检察官大都受 

过法学科班训练。但通过考察发现，他们仍没有摆脱 

传统中国司法官“教谕式调停”的司法模式。检察官 

解决纠纷的着眼点并非完全考虑双方的是非曲直，而 

更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比如在孙招云诉王 

房茂窃盗一案中，检察官劝谕王芳茂： “你同孙招云是 

姑娘嫂，他家又是苦的，他打了你，已经坐过班房， 

你可以原谅他一点好来。 ”再比如练柳芝诉陈马英、 李 

青伤害一案，检察官对练柳芝的劝谕是“你是点轻伤， 

官司最好不要打的” 。由此看出，此时检察官的身份不 

是成文法意义上的国家追诉的代理者，而更像传统中 

国的司法官员，是一位居中调停者。对于检察官调解 

结案的案件， 当事人双方一般会屈服于检察官的意志， 

然后出具息讼甘结，案件也就此了结。比如吴耀新诉 

刘世铨毁损一案经过检察官当庭劝谕，原告撤诉后， 

检察官予以不起诉处理： “查吴耀新告诉刘世铨毁损山 

树一案系犯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之罪嫌，依同法第三 

百五十七条规定须告诉乃论，既据该吴耀新于告诉后 

当庭请求撤回，合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五 

款处分不起诉。 ” 
② 

(二) 检察官官批民调 

对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检察官也会指令或委 

托保甲长、宗族、家族亲友等民间力量介入调解，这 

就是刑事和解的官批民调制度。 官批民调一般分为 “官 

批”“民调”以及“呈禀”三个阶段。首先是检察官将 

诉至检察机关的刑事纠纷依职权批令给保甲长、 乡长、 

家族亲友、乡约、宗族、乡绅、行会、会馆、庙会等 

民间力量；然后，接受检察官批令的民间力量介入纠 

纷从事调解；最后，主持调解的民间力量将调解的结 

果呈送于检察官进行审查。经过官批民调的刑事案件 

结果无外乎两种情形：经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 

检察官将案件予以撤销。如梅水莲诉刘妹、王积良妨 

害婚姻案。告诉人经过调解成功以后提出撤诉申请： 

“为案经在外和解状请俯准撤回事，缘告诉人王积良 

等伤害抢夺妨害家庭一案业蒙钧院票传集讯在卷，兹 

本案全因口角致生纠纷，业经亲友出而和解，双方误 

会冰释，不愿终讼，为此状请鉴核，俯准撤回告诉， 

免费天心，实为德便。 ” 
③ 
检察官的批词写道： “状悉， 

仰候送达不起诉处分书可也， 此批。 ” 对于调解不成功 

的，则由原告再行告诉，此时的检察官一般不再试图 

去调解，而是径直提起公诉。比如俞志梅诉张树根伤 

害一案， 
④ 
就是因为保甲长调解不成立，检察官遂提起 

公诉。

总之，民国时期的刑事案件的解决依赖以国家司 

法运作为主的正式系统和以和解为主的非正式系统的 

结合。这套制度的运作取决于两者的相互配合以及两 

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数刑 

事案件的解决不是通过正式的检察官公诉继而法官审 

判结案，而是通过刑事和解来完成的。而检察官主持 

调解和官批民调制度的出现则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运 

作的负担。 

三、民国检察官刑事和解的基本特征 

(一) 纠纷解决的实用主义进路 

虽然民国刑事和解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帝制时期调 

解的基本特征，但随着现代法律制度向基层的逐步推 

进，民国的刑事和解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比如，此 

时的调解更加注重法律说理。 这与清朝“情理法并用， 

制定法只是冰山一角”形成了对比。此前，滋贺秀三 

和黄宗智曾对清朝司法是“情理调解”还是“依法审 

判”有过争议。但龙泉司法档案反映出来的民国检察 

官并不仅仅像滋贺秀三所认为的“教谕式的调停者” ， 

也不像黄宗智认为的“依法判决” 。民国的检察官更像 

是一个法官和调解人的结合体， “能调则调，当判则 

判” ， 相当灵活。 他们着眼于纠纷的解决， 或依法公诉， 

或亲自调解，或委托他人调解。民国刑事和解反映出 

来的纠纷解决的实用主义进路对当下仍旧存在影响。 

实际上，从民国延及当下，中国基层司法一以贯之的 

核心都是围绕纠纷的解决而非法律适用的实用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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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二) 调解方式与调解主体的多样性 

民国时期刑事和解的方式包括了民间调解、官方 

调解和官批民调三种形式。检察官刑事和解的参与主 

体则包括了检察官、家族亲友、保甲长、乡长以及当 

事人的自行谅解。这说明民国时期刑事和解方式和调 

解主体的多样性。在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半官方力 

量存在着广泛的影响。在半官方的力量中，保甲长发 

挥的作用最为显著。有些案件检察官会指令保甲长等 

人进行调解，在检察官当庭劝谕和解的案件中，保甲 

长也在场。保甲长有时还起到了对刑事和解案件的监 

督和执行作用。 比如郑德标诉王根芝妨害家庭一案。 
⑥ 

关于该案的执行，其侦查笔录记录了以下内容： “检察 

官当庭派法警叶树生跟两造前往由郑德标找该管保甲 

证明担保以及供给王根芝火食，并担保以及不许殴打 

王根芝，并由王根芝立字以及不许无辜出走与人奸姘 

等。此项字据或存保甲长手或由法警带回存案亦可。 ” 

最后该案以被告具结，当事人和解结案。总之，民国 

时期的刑事和解大都抱着息事宁人、以和为贵的价值 

观念，并且，这些调解具有强制力，当事人和解一旦 

达成，一般不得反悔。此时的调解也以教化为主，对 

被害者往往施加赔偿、道歉或者具结悔过等象征性的 

处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刑罚。 
(三) 和解案例的广泛性 

民国时期检察官刑事和解的案件涵盖了除政治犯 

罪、杀人罪外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对于内乱罪、外 

患罪、 妨害国交罪以及杀人罪等危害国家政权的重罪， 

官方严厉打击，不存在刑事和解的可能。刑事和解广 

泛地存在于民间刑事案件纠纷当中。这 102份刑事和 

解案件涉及到了 112 个罪名，涵盖了除杀人等恶性案 

件以外的几乎所有罪名。其中，伤害罪 36个，窃盗罪 
29个，毁损罪 14个，妨害自由罪 10个，妨害婚姻罪 
5 个，公共危险罪 3 个，妨害家庭罪 2 个，诈欺罪 2 
个，妨害风化罪 2 个，妨害兵役罪 2个，重婚罪、抢 

夺罪、赌博罪、恐吓罪、强奸罪、妨害名誉罪、伪造 

文书罪各 1个。这些罪名除了轻微的刑事案件，即使 

在今天看来严重侵害公共法益的恶性犯罪比如抢劫 

罪、强奸罪等也能和解结案。 
(四) 表达与实践的分离 

民国时期是中国法治近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法律生活在此阶段经历了前所未 

有的大变革，对西方法治模式的选择和接纳成为这场 

变革的主旋律。国民政府设立了新式法院，打破了延 

续千年的“超能动主义”的司法格局，建立了检察机 

关，进而实现了控审分离。龙泉县法院的设立以及人 

员配置都具备了现代化的特征。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刑 

事司法制度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法律制度与 

其生长的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从中国法律 

现代化进程来看，诉讼法的变革基本来自于西方法律 

的移植。这必然超越了社会发展的现状，导致移植的 

制度运作效率低下，甚至丧失基本功能。当传统的诉 

讼理念与法制变革方向相悖时，传统便作为一种“潜 

规则”顽强生存下来。尽管民国时期的国家法层面拒 

绝了刑事和解，然而，刑事和解作为传统的力量依然 

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四、民初检察官刑事和解的当代启示 

当下，伴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和谐社会的 

建立，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加上对传统的 

重新认识，实务界和学术界对刑事和解的探索和实践 

逐渐展开，并积累了不少经验。与之前国家坚持追诉 

主义原则下禁止刑事和解相比，新时期刑事和解的出 

现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 。通过考察民国时期 

的司法实践，我们发现，当下的刑事和解并不是舶来 

品。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可能对目前的刑事和解起到一 

定影响， 但是， 最初开始的刑事和解经验探索却是 “祖 

上原来就有”的“土办法” ，更多的是对刑事和解传统 

的“接续” 。 通过对民国检察官刑事和解特征和流程的 

考察，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一) 纠纷解决应力求简约 

民国时期大量的刑事案件以和解结案并非仅仅出 

于道德或“无讼”的考量，更是由于司法资源的匮乏。 

也就是说，人力和财力上的短缺，才是民国检察机关 

拒收案件的根本原因。机构的设立意味着财政开支和 

人员的增加。然而，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消耗了国家和 

地方大量的财政收入，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成为了压倒 

一切的真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每年的军费和 

债务占据了财政支出的 70%以上。庞大的军费开支使 

中央和地方进行司法改革建设的经费大大减少。1931 
年，全国共有县法院 141个。然而，县法院的运作大 

大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由于国民政府国库空虚， 

不出一年，在县法院设置上一度领先的山东省政府就 

以财政拮据为由，精简机构，县法院也告撤销。 [3](77) 

一起完整的刑事案件经过当事人的告诉以后，勘验、 

讯问……审判、执行等程序随之而来。新设法院和检 

察处人力、物力缺乏，故而对严重的刑事案件比如杀 

人罪、政治犯罪以及难以调解的刑事案件，司法官会 

毫不犹豫地依法公诉继而审判结案。对于比较轻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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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检察官要么主动采取调解，要么委托或者 

指令保甲长或家族亲友和解。 

法律程序的运作必然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所以 

诉讼程序应尽量缩小诉讼成本，从而达到效益的最大 

化。当前，国家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 

矛盾日益凸显。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这给司法 

机关处理案件带来了极大的压力。2013年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显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 5 610.5 
万件，审结、执结  5  525.9  万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 
29.3%和 29.8%。 [4](5) 在司法程序越来越严格、司法成 

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大规模增加司法人员的数量， 

加大司法投入显然不现实。在司法资源越来越稀缺的 

今天，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制定一套完整的案件分 

流机制，有效地实现案件分流，缓解司法压力。而刑 

事和解正是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它高度关注诉 

讼效益，分流不必诉至法院的案件，这可以缓解司法 

机关的压力，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使有限 

的司法资源能够集中在必须起诉的案件上，有利于实 

现司法公正。 [5](21) 

(二) 刑事和解制度应尽力完善 
1. 进一步拓展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 

当下我国刑事法治基本上延续了报应主义的刑事 

司法观念。报应主义刑事司法观念认为一切犯罪都是 

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犯， 犯罪行为人应受严惩。 

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体意识逐渐苏醒，刑事司法在打 

击犯罪的同时，开始关注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刑事和 

解通过使受害者与犯罪嫌疑人调解达成和解协议，让 

受害人的利益最大化，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 

统一。民国时期检察官刑事和解的案件广泛，甚至涵 

盖了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今天可以尝试将刑事 

和解的范围适度扩张，以经济惩罚替代和减轻刑事制 

裁，这有利于受害人获得经济补偿，化解社会矛盾。 
2. 及时转变检察机关在司法过程中的角色 

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既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强调 

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和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它又是和谐 

社会的建设者和促进者。因此，检察机关要及时调整 

自己在司法过程中的位置，转变过去一味充当国家和 

阶级利益保护者的定位， [6](18) 转变一味强调刑法的威 

慑作用，着重打击犯罪的定位和角色，树立新的刑事 

司法理念，不断提高运用司法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的能 

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 
3. 调解依据的多元化 

民国时期刑事纠纷中的多元解决模式，表明中国 

传统社会是国家审判权高度集中与地方纠纷解决权高 

度自治同时并存、相辅相成的社会。而检察官调解的 

依据包括了国家法、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这表明 

维系中国基层社会顺利运作的主要规则不仅是国家 

法，还包括一些自律性社会规范。在相对自治的社会 

中，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代替甚至包办一切。 

毕竟， 许多社会生活仍然受到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支配， 

这些规则被认为是自然规则的延伸。当前的刑事和解 

的依据可以尝试以国家法律为主体，以其他社会规范 

作为补充。 
4. 完善委托调解 

从民国的刑事和解官批民调制度的实践来看，完 

善的基层调解对促进调解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今天要发展刑事和解委托调解制度，关键要发展 

和完善基层调解组织，这是委托调解制度规范化、制 

度化、科学化的关键。选择合适的刑事和解程序的主 

持者， 对于刑事和解程序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检察官刑事和解“委托中立第三方促和模式”所 

选择的中立第三方是人民调解委员会， 但不得不看到， 

人民调解适用的范围较为狭窄、 调解协议的效力较低、 

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并不高、人民调解制度缺乏充 

足的资金保障等问题阻碍了刑事和解的进一步完善。 

笔者认为，完善立法，扩大人民调解适用的范围，加 

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是 

完善委托调解的应有之义。 同时也可以尝试由村委会、 

居委会、消协、妇联等基层组织作为未来刑事和解的 

委托调解组织，对于此类调解组织的调解功能，应逐 

步探索。 
5. 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民国时期刑事和解能够以“潜规则”形式大量存 

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1935年 《刑事诉讼法》 第 217 
条规定了告诉乃论之罪告诉人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 

撤回其告诉，所以，对于告诉乃论之罪的当事人和解 

撤诉申请，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援引《刑事诉讼法》第 
231 条第 5 款予以不起诉处理。当前，我国实行起诉 

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便宜主义为例外的刑事起诉制 

度。多数刑事案件不允许检察机关有起诉与否的自由 

裁量权，起诉便宜原则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狭小。我国 

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规范的刑事和解制度，实践中各 

地司法机关都制定了一些附条件不起诉的规范性文件 

指导刑事和解的适用。为谨慎起见，2012年《刑事诉 

讼法》修改只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笔 

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挥立法机关的作用，在总结试点 

经验的基础上，尝试将附条件不起诉正式纳入法律规 

定，彻底破解该制度的合法性难题。 
(三) 应坚持本土法律和中国法学发展的自主性 

法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它蕴含于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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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俗之中。从刑事和解伴随社会变迁而自我调适 

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发展脉络中，我们也可以隐约地 

看到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法律作为在 

现实社会当中发挥作用的规则， 其本质是自生自衍的。 

法律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生存经验与其生长的社会环 

境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法律作为经验的总结，从来 

都不听命于立法者或者法学家们的逻辑思维。刑事和 

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尽管历经政局动荡、社会 

变迁，但它一直保持生命力从未中断，并继续与现实 

社会相适应，原因就在于其既坚持自我又不断更新自 

我。 

对民国龙泉司法档案刑事和解案件的考察，一定 

程度上补强甚至证实了刑事和解在传统中国的存在， 

当下最初开始的刑事和解经验探索是 “祖上原来就有” 

的“土办法” ，未必是学者所认为的西方经验。这也说 

明了档案材料在建构“新法律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应该以西方法律制度作为背景资 

源，坚持本土法律发展的自主性，实现传统文化的革 

新，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担当。当下 

的情景是，我们一方面强调无讼和谐的“传统法制图 

景” ；另一方面则是“权利至上”“为权利而斗争”的 

西方法制图景，二者犬牙交错，共同形塑了当下的刑 

事和解制度。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认识和完善也将伴 

随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注释： 

①  2007年 12月， 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学者在浙江丽水考察调研 

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批晚清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龙泉民国法 

院民刑档案卷》共计 17 000余卷宗，由于历经战争政权更迭， 

多次辗转搬运，所以档案有错置、损毁等情况，现正由浙江大 

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整理。2012年《龙泉司法档案》 

第一辑(晚清时期)在浙江大学正式公开发布。 本文中所用档案是 

龙泉司法原始档案，卷宗名称依照原档案卷宗袋上的标签名。 

② 参见《吴耀新诉刘世铨毁损案》，《龙泉司法档案》，M003/01/ 
07455/0028。 

③ 参见《梅水莲诉刘妹、王积良妨害婚姻案》，《龙泉司法档案》， 
M003/01/07199/0013。 

④ 参见《俞志梅诉张树根伤害案》，《龙泉司法档案》，M003/01/ 
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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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procuratorial criminal medi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survey on Longquan judicial archives 

ZHANG Jian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China) 

Abstract:  Criminal mediation  is  a  tradi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In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stern  law  was  introduced.  But  criminal  mediation  still  occupied  a  fairly  large  proportion  in 
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 Criminal medi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phase of  indictment. Procuratorial criminal medi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odes, namely, official mediation and 
government­approved mediation. The  practice  gives  u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build  criminal  settlement  system 
now. We should insist on the autonomy of the local legal development, which is not only a realistic option, but also an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secutor procuratorial criminal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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